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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新声

近年来农民合作社大量涌现。截至2016年底，全

国农民合作社数量达到179.4万家，入社农户突

破1.08亿户。伴随着数量的井喷式增长，社会各界对

农民合作社规范性及其作用的质疑也日益增多。应当

承认，当前农民合作社存在不少“翻牌社”“空壳

社”。以东北某县为例，2017年6月访谈时，该县农

业部门负责人告诉笔者，在该县注册的2489个农民合

作社中，找不到人的多达884个（占比35%），实际存

活的仅有1605个。即便是正常运行的农民合作社，也

普遍存在规范化程度不够、成员利益联结不紧密等问

题。有人据此认为，我国农民缺乏合作精神，合作社

道路不适合我国国情。笔者认为，造成当前农民合作

社发展困境的一个原因是农户分化，而且农户分化的

趋势决定了这种困境具有阶段性，长期来看合作社仍

是我国农民组织化的制度选择。

农户分化是当前我国农村存在的一个突出社会现

象。农户分化的形式是职业分化，本质是社会分层和

经济分化。2014 年 7 月至 9 月，笔者对河北、山东、

河南三省 777 户农户随机抽样调查发现，家庭收入全

部来自农业的只占 7.85%（61 户）；8.75%（68 户）的

农户为一兼农户；79.41%（617）的农户为二兼农户，

其中 50% ≤非农收入占比 <75% 的高兼农户比例为

19.95%，75% ≤非农收入占比 <100% 的深兼农户比例

高达 59.46%〔学界常以非农收入占比是否超过 50%，

将兼业农户分为一类兼业农户（简称一兼农户）和二

类兼业农户（简称二兼农户）〕。考虑到这一标准过

于笼统，我们进一步将二兼农户划分为高兼农户和深

兼农户；家庭收入全部来自非农业的离农农户为 31 户，

比例为 3.99%。分化产生的异质性农户有差别化的制度

需求。容易理解，如果来自农业经营的收入在家庭收入

中的比例微不足道，农户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就不会太

高。与二兼农户尤其是深兼农户相比，全部或绝大部分

家庭收入来自农业的农户更愿意为农民合作社付出。

理论上看，只有在满足参与约束时，或者说只有

在加入农民合作社、将更多时间用于农业能够获得比

务工、经商更高的回报时，农户才会真正愿意参与其

中，否则理性的农户不会有参与合作社的激励，而会

将更多劳动力和时间配置到非农领域。由于目前农业

与其他行业的工资率存在很大差距，因此，除非农户

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能够将很大的外部利润内部化，

或者农业经营达到一定规模从而使劳动力投入具有明

显的规模经济，否则农户组建农民合作社并向其投入

劳动就难以取得理想回报。这不仅从农户的角度解释

了为什么当前农民合作社存在较为普遍的“精英控制”

和松散化问题，还解释了为什么农业规模经营主体或

者生产名特优农产品的农户更愿意组建、领办合作社，

并且其内部治理相对规范。

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进程中农户分化有两个主

要趋向：一是大部分农户“离农进城”，将农村资源

交由其他农民使用；二是一部分兼业农户逐步演化为

职业农民，获得与非农就业相近的收入。当然，还会

存在一些既难以成为市民又不能成为职业农民的生存

小农，以及少数城镇退休后返乡务农者。总的来看，

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将推动农户持续分化，直至农业经

营者的收入与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大致相近，最终

形成职业农民、兼业农户、传统小农并存这样一种局

面。一旦成为职业农民，农户的合作与联合需求会真

正释放，以追求成员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将获得内源发展动力。对兼业农户和生存小农而

言，则更需要兼具经营性和公益性于一体的综合性农

民合作组织来提供多种服务，逐步将其从传统的小农

生产引入现代农业的发展轨道。

〔本文为刘同山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城

镇化进程中农户土地退出及其实现机制研究”（批准

号：16AJY01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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